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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通过对云南省M市与Q市的田野调查，比较了两种不同的农户生计转型路径。研究发现，M市因其独

特的气候条件和民族文化资源，土地和宅基地具有高附加值，因此形成了以土地资本为主导、农民“不

离土不离乡”的“内生性转型”模式。农民通过选择性出租土地、发展高附加值农业和利用宅基地经营

民宿餐饮等方式，在本地实现生计多元化。相比之下，Q市传统农业效益低下，土地生产性功能弱，促使

农民选择大规模流转土地以获取稳定租金，并将核心劳动力释放出来，进入城市从事非农工作，形成了

以劳动力资本为主导、农民“离土又离乡”的“外生性转型”模式。文章运用理性选择理论分析指出，

这两种迥异的转型路径是农户在不同场域条件下，基于成本收益权衡做出的理性决策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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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compares two different livelihood transformation paths of farmers in M City and Q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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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Yunnan Province through field research. The study found that due to its unique climate condi-
tions and cultural resources, the land and homestead in M City have high added value, thus forming 
a “endogenous transformation” model with land capital as the mainstay and farmers “not leaving 
the land or the village”. Farmers have diversified their livelihoods by selectively leasing land, devel-
oping high-value-added agriculture, and using residential land to run homestays and restaurants. 
In contrast, the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in Q City has low efficiency and weak land productive func-
tion. This has led farmers to choose large-scale land transfer to obtain stable rent, and release core 
labor force to enter the city to engage in non-agricultural work, thus forming a model of “exogenous 
transformation” dominated by labor capital and farmers “leaving the land and leaving the village”. 
This article uses rational choice theory to analyze that these two different transformation paths are 
the rational decision results made by farmers based on cost-benefit balance under different field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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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我国的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推向了新的发展阶段。农

业物质技术和装备水平的不断提高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不断涌现使得土地的利用率得以大幅提高，而

这也导致大量农村劳动力向非农生产的区域转移。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引导农村

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1中指出，农户承包土地的经营权流转明显加快，发

展适度规模经营已成为必然的趋势。而实践也证明土地流转和适度规模化经营是发展现代农业的路径之

一。将农村大量闲置房屋加以改造并促进民宿业和旅居业发展是贴合当今火爆的文旅市场发展规律的。

在各种“农村+”模式发展、城乡融合发展以及县域发展的动力促进下，农村正在凝聚新的发展动力并形

成新的发展方向。农民以及农村世代所依托的“土地”，因为其不同的利用形式也正在形成不同的发展

格局。但在诸多发展创新和发展转型中的趋势中，农村土地流转以及宅基地的利用对农民的生计问题和

生计转型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2. 文献综述 

为破解土地零散化问题以及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我国的宏观政策不断对土地问题进行引导，稳步

推进农村土地进行经营性的有效流转。1984 年我国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土地应该向种田能手集中，此后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2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3等重要政策陆续出台以来，

我国逐步构建并完善了土地流转的制度框架。在相关政策的指引下，农村土地流转的市场得到快速发展，

其中流转规模也在不断扩大。截止 2025 年底，全国土地经营权流转面积超过 5.7 亿亩，大约占承包地总

面积的 37%~38%；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的综合机械率已超过 75% [1]。土地流转促进了农业的规模化经营

 
1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4/content_2786719.htm  
2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2/content_61729.htm  
3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21/content_560008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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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提高了农业的收益额，为农业实现快速发展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但随之也对农业的种植结构和农户的

生计产生了一定的影响[2]。受农业劳动力机会成本上升和社会资本等因素的影响，我国的农用地租金不

断攀升。为提升经营收益，一些流转主体开始改变种植结构，比如种植像蔬菜、特色水果等高收入的经

济作物，或者发展养殖业、休闲农业等高附加值的生产活动[3]。 
已有研究表明土地所具备的社会保障功能[4]、土地价值[5]给农民带来的心理价值以及放弃土地的机

会成本会降低农业转移人口的城市落户意愿；聂飞在其研究中认为，农民对土地的控制力(包括处置权和

收益权)会影响农民的迁移决策，土地的三权分置给予了农民充分的控制力，提高农民的土地增值收益，

从而能满足农民不同的迁移需求[6]。李勇辉等人通过实证研究得出，农村土地流转能显著提高农民工的

市民化意愿[7]。邱骏、吕萍(2024)基于新迁移经济学理论，构建分期动态家庭化迁移决策机制，将迁移分

为家庭离散和家庭聚合两个阶段。认为拥有宅基地对家庭化迁移呈显著负向影响，对于有宅基地的家庭，

宅基地面积对迁移的影响呈“正 U 型”，面积较小时心理成本占主导，面积较大时可通过流转获得财产

性收入削弱负向影响[8]； 
现有文献多分别讨论土地流转租金、宅基地收益和集体分红等单一收入形式，尚未将承包地、宅基

地和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所承载的多重价值整合为“土地资本”这一整体性概念。土地不仅是生产资料，

更是兼具财产属性、保障属性与金融属性的复合型资本，但现有研究对土地资本的构成维度、变现机制

与价值衡量缺乏系统性的论述，难以全面评估土地对农户生计与迁移行为的综合影响。其次，既有研究

普遍笼统地论述土地流转改变农户生产方式和影响迁移选择，未对农户生计转型做类型学划分。农户依

托自有土地自主调整产业结构的内生性转型，与外部资本和政策力量推动土地集中流转所引发的外生性

转型，二者在驱动主体、资源配置方式、收益分配格局以及农户风险承担等方面存在本质差异。因此本

研究将进一步以云南省 M 市和 Q 市的田野调查作为一手资料，聚焦西南欠发达地区的土地特征，进一步

区分两条差异化转型路径的作用逻辑，解释不同土地资本禀赋农户的生计转型机制，为同类地区提供可

参照的微观经验证据。 

3. 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分析结论主要是依托云南省 M 市和 Q 市两地的实地田野调研资料形成，研究所采用的是

质性研究范式，主要通过参与式观察与半结构访谈两种方式完成一手资料的收集。田野调研的周期覆盖

在 2025 年 9 月至 2026 年 4 月，分多批次到两地开展实地调研工作，累计前往 M 市 2 次、Q 市 3 次，每

轮驻点的调研时长约为 7 天。 
其中访谈样本兼顾人群的异质性，受访对象年龄跨度在 15~80 周岁之间，覆盖学生、本地农户、民

营企业家和个体工商户、社区街道工作人员、基层政府公职人员等多元职业群体。本次调研共计完成有

效访谈 47 份，M、Q 两市访谈样本量分别为 22 份、25 份，因篇幅限制，下文为部分截取受访对象的基

础信息明细表(见表 1)。 
 

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of interviewees 
表 1. 访谈对象的基础信息表 

访谈编号 调研地区 性别 年龄 职业身份 

M01 M 市 男 40 村民 

M02 M 市 女 28 青年创业者 

M03 M 市 男 45 公职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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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M04 M 市 男 39 民营企业人员 

M05 M 市 女 56 民营企业人员 

M06 M 市 女 51 村民 

M07 M 市 男 32 社区街道人员 

M08 M 市 男 46 个体工商户 

M09 M 市 女 37 基层工作人员 

M10 M 市 女 72 村民 

Q01 Q 市 女 46 村妇女主任 

Q02 Q 市 男 52 村民 

Q03 Q 市 女 78 村民 

Q04 Q 市 女 67 村民 

Q05 Q 市 男 50 承包经营户 

Q06 Q 市 男 54 基层工作人员 

Q07 Q 市 男 23 青年大学生 

Q08 Q 市 女 34 在外务工人员 

4. 理论视角与相关概念界定 

4.1. 理论视角 

在本文中，主要依托理性选择理论作为理论分析框架。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 Choice Theory)是一种

基于个人行为解释社会现象的理论防范，该理论的核心假设是“经济人”或“理性人”，即个体在特定约

束条件下，通过对不同行动方案的成本与收益进行理性计算，选择能够最大化自身效用或利益的行动策

略[9]。农民的经济行为并非简单的利润最大化，而是需要在家庭劳动力与消费需求之间寻求平衡。在今

天的中国农村，农民的生计决策已经超越了传统社会中小农经济的逻辑，他们既是土地的守护者，也是

市场的参与者。在土地流转中，选择性地将空闲房屋出租实现宅基地的“商住合一”，将土地租出去让

有能力的人进行规模化打理而自己仅用收取租金，这都体现了农民在多重约束下对收益最大化的理性计

算。 
基于上述理论描述，本文以“场域条件–理性选择–生计转型”作为整体分析框架。两地在自然禀

赋、历史沉淀和制度环境等场域特征塑造了农民面临的约束与机遇，农民在此条件下进行理性选择从而

形成差异化的生计策略，这些策略的累积效应，最终呈现为不同的生计转型路径。 

4.2. 相关概念界定 

基于本研究的实际需要，主要对“土地资本”、“内生性转型”和“外生性转型”三个概念进行操作

化的界定。 
土地资本是指农户依托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包括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经营性建设

用地收益分配权等，将土地资源转化为可计量、可流转和可增值的财产性资本的总和。它兼具生产资本、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6.158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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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资本与金融资本三重属性，是农户家庭最重要的原生性资本形态。其承包地的面积与质量等级、地

块细碎化程度以及区位条件成正比，以种植、养殖、出租租金、入股分红、自主经营等方式来实现资本

变现。 
内生性转型是指农户以自身拥有的土地资本为核心依托，自主决策和自发调整生产经营方式所实现

的生计结构升级。转型动力源于农户家庭内在的增收需求，不完全依赖外部工商资本的大规模入驻或强

制性的土地流转推动，土地控制权始终保留在农户手中。其衡量的标准包括土地经营权未发生大规模和

长期性的对外流转，农户保留完整的生产决策权；产业调整由农户自主发起，如改种高附加值经济作物、

发展家庭养殖或小型休闲农业等。 
外生性转型是指由外部工商资本、政府规模化政策以及大型经营主体等外部力量主导推动，通过土

地集中流转重构生产方式与收入结构的生计转型模式。农户主动或被动出让部分或全部土地经营权，其

生计模式由外部市场规则与经营主体所重塑。即农户将连片土地长期出租或入股给农业企业或种植大户

等外部主体，家庭收入结构从自主农业经营为主转向土地租金与务工工资为主。 

5. 两种实践下的生计转型图景 

5.1. M 市土地高收益下的内生性转型 

M 市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土地复种指数高，农业产出能力强，同时拥有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与

文旅区位优势。因此土地与宅基地具有极高的在地增值潜力，农户生计转型呈现出“不离土与不离乡”

的内生型特征，转型主要在农业内部与乡村空间内部完成。 
1) 自然资本的灵活配置 
与传统的整村和长期土地流转不同，M 市农户普遍采取选择性流转和季节性出租的策略，产生这样

的原因在于当地自主经营的收益远高于流转租金。Z 镇的调研显示，当地土地年租金可达每亩 3000 元，

但农户依然不愿全部流转，当地可依托一年三熟的气候优势，农户们种植甜玉米和热带水果的收益远高

于租金。在此基础上，当地形成了“企业订单 + 合作社 + 农户”的灵活合作模式。以 X 企业为例，该

企业通过合作社向农户下达水稻种植订单，统一提供秧苗与技术指导，等成熟后再统一收购。农户保留

土地承包权与经营权，无需承担市场风险，同时将精力集中在高收益的经济作物上。此外，农户在农闲

时段也可进入蓝莓基地等现代农业园区务工，获得租金 + 薪金 + 经营性收入的多元收入结构。这种模

式本质是农业内部的分工深化，农户从全能型小农转变为专业化生产者，企业与合作社则承担技术、市

场与管理职能，实现了土地效益与农户收益的双重提升。 
2) 宅基地的商住合一与空间的资本化 
宅基地是 M 市农户另一项核心的物质资本，依托城郊区位与文旅市场红利，宅基地从单一的居住功

能转向居住 + 经营 + 资产的复合功能，成为生计转型的重要载体。城郊村 H 村是典型代表。该村地处

城乡结合部，大量耕地被征用后，村集体盘活预留集体土地引入开发商打造民族文旅村寨，农户则将自

家具有民族风貌的宅基地与房屋出租。部分返乡创业者利用自建房开办民宿，主打旅居市场实现了居家

创业。城中村 B 村则形成了住商合一的傣味餐馆集群，村民将自建房底层与院落改造为餐厅，上层保留

居住功能，全家共同经营也无需承担房租压力，其生存风险极低。这种宅基地空间的弹性分化，是家庭

在市场经济中的生存智慧，本质是物质资本向经济资本与经营性资本的就地转换。 
3) 村庄社会结构与多元行动者互动 
M 市傣族村寨的传统社会结构为内生性转型提供了重要的组织基础。在内生性转型过程中，地方政

府、工商企业、村庄精英与普通农户形成了多方协作的利益共同体。地方政府层面，M 市农业农村局、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6.158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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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旅局等部门通过出台冬季农业开发扶持政策、乡村旅游示范村建设项目、宅基地盘活试点等举措，为

产业发展提供政策引导和项目资金支持。乡镇政府则承担具体的协调服务职能，推动农业企业与村寨对

接，协助村集体完善合作社治理结构。企业层面，本地农业龙头企业和文旅运营企业以“企业订单 + 合
作社 + 农户”的模式嵌入乡村发展，如 J 镇蓝莓产业园推行“农户 + 村集体 + 龙头企业 + 国有企业”

四方合作模式，实行“721”利润分配机制，即 70%归农户、20%归国有企业、10%归村集体，既保障了

农户的土地租金和务工收入，又通过分红机制让农户共享产业增值收益。 
村庄精英在其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桥梁角色。以基层干部为代表的政治精英，凭借其体制内身份和

群众威望，能够有效传达政策意图、动员农户参与土地流转和产业项目；以返乡创业者、种养殖大户为

代表的经济精英，则通过先行先试的示范效应，用实实在在的收益打消普通农户的顾虑。如 H 镇辣椒产

业的发展，就是由返乡能人带头试种成功后，再由村两委牵头成立合作社推广开来。普通农户在这一过

程中并非被动接受者，而是基于理性计算主动选择参与方式，既可以选择完全自主经营，也可以选择土。 
M 市的生计转型可以概括为农民并未离开土地，而是通过深化土地利用和拓展土地功能，在“土地”

这一核心资源上实现了生计的多元化和收入的增长，这是一种“土地资本主导的内生型转型”。 

5.2. Q 市土地高收益下的内生性转型 

与 M 不同，Q 市的传统农业收益有限，单一种植粮食、烤烟等作物投入高回报低，土地所呈现出的

生产性功能就比较弱。因此在这一区域，土地流转成为释放劳动力的契机，农户的生计转型呈现出“离

土又离乡”的外生型特征，核心劳动力通过跨空间流动实现人力资本的增值。 
1) 大规模流转与稳定租金保障的资本化转化 
L 村自 2023 年开始推进大规模土地流转，全村近千亩水田与旱地分别承包给农业企业种植大棚蔬菜、

葡萄与蓝莓，其中合同签订租期为 15 年，租金按年支付并执行递增机制。这对农户而言，土地流转首先

实现了自然资本向稳定的资金资本转换，一户普通家庭每年可获得数千元租金，这笔收入虽不高，但稳

定且无需投入劳动与成本，相当于家庭生计的保底收益。通过笔者的调研显示，农户普遍支持土地流转，

核心原因是传统种植收益过低，家庭还得预留具有足够劳动力的成员主打农户种植。此前农户种植玉米

和蚕豆等作物，扣除农药化肥成本后年纯收益仅数百元，此外种植韭菜花虽收益稍高，但劳动强度大且

市场价格波动明显。多数农户表示，“自己种地赚的还不如租金多，还被绑在地里走不开”。土地流转

后，农户可以释放部分劳动力，以此选择更多的就业机会。 
2) 人力资本的跨区域释放 
土地流转最直接的效应是释放了农村核心劳动力。L 村土地流转后已有两百余名劳动力外出务工，

主要流向省外及 Q 市的市区，他们从事建筑业、制造业以及服务业等岗位。对青壮年劳动力而言，外出

务工的月收入可达 3000 元以上，远高于务农收益，同时能够摆脱农耕的辛苦状态并接触城市生活方式。 
这种转型是符合新迁移经济学的家庭决策逻辑，即家庭作为一个整体，将土地流转获得的租金作为

基础保障，将核心人力资本投入收益率更高的城市非农产业，形成土地租金加务工工资的跨空间生计组

合。这种组合既保留了农村土地的兜底功能，又通过劳动力的空间转移实现了家庭总收入的提升，是农

户在土地低收益条件下分散风险、最大化收益的理性选择。 
3) 村庄社会结构与行动者博弈 
在 Q 市的外生性转型过程中，地方政府、工商资本、村集体与农户之间形成了更为复杂的博弈关系。

地方政府是土地规模化流转的重要推动者，市县两级农业农村部门建立了完善的土地流转管理服务体系，

通过政策引导、项目扶持和考核激励推动土地集中连片流转。乡镇政府和村委会则承担具体的组织实施

职能，如 X 村由 D 总支直接牵头成立扶贫开发投资公司，相关人员兼任总经理，构建“D 总支 +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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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作社 + 生产组 + 农户”五位一体组织体系，高效整合村庄土地资源。这种行政推动模式大大提高

了土地流转的效率，但也意味着农户的自主选择权相对弱化，更多是在政策框架内做出接受或拒绝的二

元选择。 
工商企业是 Q 市土地规模化经营的主导力量，大型农业企业通过长期连片租赁获得土地经营权，发

展大棚蔬菜、蓝莓、葡萄等高附加值规模化种植。如 L 县某农业公司每年支付土地流转费 1240 万元，提

供 700 余个就业岗位，形成“租金 + 薪金 + 股金 + 酬金”的四金联农带农模式。企业主导的规模化经

营虽然带来了稳定的租金收入和部分务工岗位，但也存在企业经营风险向农户传导的隐忧。 
村庄精英在 Q 市的土地流转中更多扮演着政策执行者和利益协调者的角色。村两委干部凭借其组织

动员能力，负责挨家挨户做群众工作、协调土地丈量和合同签订。普通农户在这场博弈中总体处于相对

弱势地位，但并非完全被动地面对大规模土地流转，农户会综合权衡租金收益、务工机会、土地保障功

能等多重因素，通过村民会议、邻里讨论等方式形成集体意见，对不合理的流转条件表达抵制。总体而

言，Q 市的外生性转型是行政推动、资本主导、村社协调与农户理性选择共同作用的结果，各方力量的

博弈最终塑造了“土地集中流转 + 劳动力外出务工”的转型路径。 
这种转型是符合新迁移经济学的家庭决策逻辑，即家庭作为一个整体，将土地流转获得的租金作为

基础保障，将核心人力资本投入收益率更高的城市非农产业，形成土地租金加务工工资的跨空间生计组

合。这种组合既保留了农村土地的兜底功能，又通过劳动力的空间转移实现了家庭总收入的提升，是农

户在土地低收益条件下分散风险、最大化收益的理性选择。 

6. 生计转型区域差异的社会学机制解析 

在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宅基地盘活利用持续推进的乡村发展背景下，M 市与 Q 市两地呈现出的内

生型与外生型两种截然不同的生计转型路径并非偶然形成的地域差异，而是微观家庭理性决策与宏观结

构动力双向互动、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微观层面看，两地农户以家庭为单位，基于自身资源禀赋与生计

目标对不同生计策略的成本与收益进行综合权衡，作出适配家庭条件的转型选择；从宏观层面看，自然

禀赋、产业基础、政策环境与文化传统等结构性因素共同构成了农户决策的外部约束与选项集合，最终

形塑出两地分异鲜明的生计转型格局。 

6.1. 成本与收益权衡下的家庭生计决策 

理性选择理论认为，行动者会在既定的资源约束与制度约束下，通过对成本与收益的综合计算来选

择能够实现自身效用最大化的行动方案。农民的土地流转决策、宅基地利用方式选择与生计转型路径，

本质上都是家庭层面的理性决策结果，农户以家庭整体收益与风险平衡为目标，综合权衡经济回报、劳

动投入、家庭照料与机会成本，最终作出适配自身条件的生计策略选择。 
1) M 市在地经营的效用优势支撑内生转型 
M 市农户选择内生型生计转型，并非被动的路径依赖，而是在本地自然与社会资源约束下，经成本

收益综合权衡后形成的最优策略，充分体现了农户家庭的理性决策逻辑。 
其一，在地经营的经济收益显著更高，这是构成转型的核心驱动力。依托亚热带气候带来的一年三

熟高复种指数，农户自主种植甜玉米和热带水果等经济作物的亩均收益远超土地流转租金。尽管土地年

租金可达每亩 3000 元，但农户仍不愿全部流转，正是因为自主经营的回报更具吸引力。与此同时，宅基

地的资产价值被充分激活，城郊村农户将整栋民居出租年租金可达 6 至 9 万元，城中村农户以“住商合

一”模式经营特色餐饮，返乡创业者依托自建房开办民宿主打旅居市场，其经营性收入普遍高于外出务

工水平，进一步强化了在地转型的经济动力。其二，在地生计的非经济成本更低，综合效用更突出。M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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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居民族有着深厚的村寨共同体文化与丰富的民族节日活动，在地经营可兼顾家庭照料、参与村寨公共

生活与民族文化实践，有效避免了外出务工带来的家庭分离、社会关系割裂与文化疏离等心理成本，在

获得经济收入的同时维持了生活的完整性与归属感，这种非经济层面的效用是外出务工难以替代的。其

三，弹性流转策略让生计风险更可控。农户普遍采取季节性和选择性的土地流转方式，将收益较低的作

物种植时段流转出去，保留高收益经济作物的自主经营权。同时通过“企业 + 合作社 + 农户”的订单

农业模式，由经营主体统一供种、保价收购，有效规避市场波动风险，实现了收益最大化与风险最小化

的平衡。 
2) Q 市务工的比较优势驱动外生转型 
Q 市农户选择“土地流转 + 外出务工”的外生路径，同样是理性选择的结果。其一，传统小农农业

投入产出严重失衡。散户分散种植玉米和蚕豆等常规粮食作物，扣除农药化肥和人工等生产成本后，亩

均年纯收益仅数百元，即便种植烤烟和韭菜花等经济作物，也面临市场价格波动大、劳动强度高以及自

然风险不可控等问题，长期处于高投入低回报的状态。相比之下，土地流转能带来稳定且按年递增的租

金收益，无需投入劳动与管理成本，还能解除土地对劳动力的束缚，单从经济效率衡量，土地流转本身

就是更优的选择。其二，外出务工的比较收益十分突出。青壮年劳动力赴市区或省外从事制造业、建筑

业与服务业的工作，月收入普遍可达 3000 元以上，全年务工收入远超家庭务农的全部所得，经济收益的

显著差距足以覆盖外出产生的生活成本以及家庭分离带来的心理成本。对年轻群体而言，城市还附带更

广阔的职业发展空间、更完善的公共服务与现代化生活方式，这种发展层面的额外效用，进一步强化了

外出务工的综合吸引力。其三，家庭资源分层配置。老年、妇女等受人力资本约束无法外出的群体，选

择村内季节性零工作为补充，在自身条件限制下实现了收益最优。 

6.2. 多元行动者互动形塑差异化的转型路径 

两地生计转型路径的差异，不仅是农户个体理性选择的结果，更是地方政府、工商企业、村庄精英

与普通农户等多元行动者在特定场域条件下互动、合作与博弈的结构性产物。 
1) 地方政府的政策引导与路径形塑 
地方政府是乡村发展场域中最重要的制度供给者，其政策偏好和治理方式对转型路径具有方向性影

响。M 市地方政府立足本地气候优势和民族文化资源，政策重心在于培育特色产业、激活乡村文旅价值，

因此更多采取赋能型治理策略，通过产业扶持资金、基础设施配套、宅基地盘活试点等方式，为农户在

地创业和自主经营创造有利条件，而不直接干预农户的土地流转决策。这种政策导向与农户自主经营的

高收益预期形成共振，共同推动了内生性转型。 
Q 市地方政府则更多采取推动型治理策略，将土地规模化流转作为发展现代农业、促进农民增收的

核心抓手。市县乡三级建立了完备的土地流转服务体系，通过行政动员、项目捆绑、考核激励等多种方

式推动土地集中连片流转。这种政策导向与当地传统农业低效、农户有外出务工意愿的现实条件相结合，

加速了外生性转型的形成。政府的推动降低了土地流转的交易成本，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压缩了农户的自

主选择空间，使得转型路径更多体现为政策引导下的结构性变迁。 
2) 工商资本的进入方式与利益联结机制 
工商资本是推动农村产业重构的重要力量，但其进入方式和利益联结机制的差异，对农户生计转型

的影响截然不同。M 市的工商资本更多以嵌入式方式进入，企业不追求大规模集中土地，而是通过订单

农业、技术服务、市场对接等方式与分散农户合作，农户保留土地经营权和生产决策权，企业则专注于

加工流通环节的增值。如鲜食玉米产业中，企业提供种子和技术指导、保价收购产品，农户自主种植管

理，双方形成优势互补的合作关系。宅基地盘活方面，文旅企业多采取租赁运营模式，不改变房屋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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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农户获得稳定租金的同时仍保留房屋所有权。 
Q 市的工商资本则更多以主导式方式进入，企业通过长期连片租赁获得完整的土地经营权，自主决

定种植品种和经营方式，农户从生产经营者转变为租金领取者和雇佣劳动者。这种模式有利于实现规模

化、标准化生产，但农户在产业链中的地位相对边缘。利益联结机制上，两地都在探索租金 + 务工 + 分
红的多元收益模式，但 M 市的分红比例更高、农户话语权更强，而 Q 市的租金和务工收入占主导，分红

更多是补充性的。资本进入方式的差异，本质上是由两地土地边际收益的不同决定的，M 市土地自主经

营收益高，企业难以用租金吸引农户全部流转；Q 市传统农业收益低，企业租金相对更有吸引力，大规

模流转更容易推进。 
3) 村庄精英的中介作用与权力差异 
村庄精英是连接国家、市场与农户的关键中介，其角色定位和行动逻辑的差异，直接影响转型的微

观过程。M 市的村庄精英更多扮演服务型带头人角色，他们自身往往是率先成功的创业者，通过示范效

应带动周边农户参与新产业，同时利用自己的市场资源和社会关系帮助农户对接销路、争取项目。由于

农户掌握土地自主权，村庄精英的权威更多来自经济成功带来的示范效应和人格魅力，而非行政权力，

因此与农户的关系更偏向平等合作。 
Q 市的村庄精英则更多扮演组织型协调者角色，村两委干部依托行政体系赋予的组织权力，承担政

策传达、土地丈量、合同签订等具体执行职能，在企业与农户之间牵线搭桥。由于土地流转涉及面广、

协调难度大，村庄精英需要投入大量精力做群众工作，其权力更多来自体制内授权和宗族威望。这种角

色差异与两地的转型模式高度匹配：内生性转型需要创业示范型精英，外生性转型则需要组织协调型精

英。 
4) 普通农户的策略选择与博弈空间 
普通农户是生计转型的最终承担者和行动主体，其策略选择和博弈能力是理解转型路径差异的关键。

M 市农户拥有更大的选择空间和更强的议价能力，由于自主经营收益高于流转租金，农户掌握着退出权，

如果合作条件不满意，可以选择不流转土地、自己经营。这种能力使得农户在与企业、村集体的博弈中

处于相对有利位置，迫使企业和村集体设计更合理的利益分配方案。同时，自主种植、土地入股、民宿

经营、就近务工等多种生计策略的并存也让农户能够根据家庭情况灵活组合，形成了多样化的转型形态。 
Q 市农户的选择空间相对有限，但同样展现出理性的博弈策略。面对大规模土地流转，农户会综合

评估租金水平、务工机会、土地保障价值等因素。在确认流转收益稳定且不低于务农收入的前提下，农

户倾向于接受土地流转，将释放出的劳动力投入外出务工，形成“土地保底 + 务工增收”的家庭生计组

合。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在外生性转型中，农户也并非完全被动，而是通过选择务工地点、务工行业和

回流时机等方式，持续优化家庭生计策略，体现了理性选择理论所揭示的主体能动性。 
综上所述，两种转型路径是多元行动者在特定资源禀赋和制度环境下互动博弈的均衡结果。M 市形

成了“政府赋能 + 资本嵌入 + 精英示范 + 农户自主”的合作型互动模式，支撑了内生性转型；Q 市则

形成了“政府推动 + 资本主导 + 精英协调 + 农户参与”的动员型互动模式，推动了外生性转型。两种

模式没有优劣之分，都是适配地方实际的理性选择，但其背后的权力关系和利益分配格局值得持续关注。 

7. 结论 

本文通过 M 市与 Q 市两地的田野比较发现，土地流转与宅基地出租对农民生计的影响并非单一线

性的，而是深度嵌入在具体的区域资源与社会结构之中。两地形成的“内生型转型”与“外生型转型”

没有优劣之分，都是农户基于本地自然资本禀赋、家庭收益最大化目标与社会支持条件作出的理性选择，

其本质是不同资源环境下生计资本的差异化转换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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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发现也揭示了中国农村生计转型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转型模板，农民的生计策略始终扎根

于地方的客观现实。未来推动经济发展、促进农民生计转型，必须摒弃一刀切的政策思维，充分尊重地

方性差异，以农民生计的可持续性为核心，匹配差异化的支持政策，才能真正实现土地效益提升、农民

增收与乡村发展的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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